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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人民能用好自己的钱

1855 年是个不太平凡的一年，却没有人愿意怀念它。

这一年，2 月云南大理地震；5 月永昌府瘟疫大行，而旱灾、水灾、雹灾更是

绵延全国，安徽春荒之后人食人。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得忙着对付天平天国起义，

“十一月甲子，胡林翼奏，罗泽南、李续宾迎击石达开、韦俊于羊楼峒，败之；请

购洋炮击贼”。“十二月辛卯，上诣大高殿祈雪。丙申，江西贼陷临江、瑞州，敕

曾国籓拨兵剿之”。

然而，危机正是危险中所蕴含的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它是危险，而对这一年

刚刚成立的平遥同兴公镖局来说，它更像是个机会。

自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

推行“一条鞭法”以来，白银成了明清两朝的合法

货币，并成为本位币。交账纳税要靠白银，商业中

的交易也要靠白银。《水浒传》里描述的好汉们大

碗喝酒大碗吃肉的同时，顺手就摸出几两碎银的场

景，只有等到明朝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在明朝之前，

铜币才是真正的“硬通货”，才是真正的“金”。然

而，到明朝中后期，因为适度地放开了海禁，葡萄

牙商人和荷兰商人相继到来，为中国带来大量的白

银。加上此时正值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征服美

洲后，在墨西哥发现巨型银矿，同时期，日本本土 张居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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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银矿，由于此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大量出口，中日、中欧存在巨大的贸

易顺差，因此又为中国输入了大量白银。这让中国的市场上，充斥着来自西班牙

的“本洋”、墨西哥的“鹰洋”，还有日本的“龙洋”。中国这个事实上的金银“贫

国”，居然因为贸易成了“白银帝国”，这也让张首辅的改革成为了可能。

同时，也正因为洋钱的大量流入，民间产生了兑换银钱和铜钱的需求，早在

1567 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钱庄便在宁波应运而生。

除了需要兑换之外，白银还不是一个适合随身携带的货币，如果是大宗白银

的交易，支付起来更是不方便。尤其是在战连祸接的中国，“露白”简直给自己

招灾。这就需要有人帮助打点。于是，同兴公的机会来了。

作为镖局，同兴公要想成功，除了要善于抓机会之外，更要有“拳脚功夫”。

拳上能打，脚下能走的镖局，才能顺利地帮助别人押金运银。无疑，同兴公有个

很好的“领头人”，它的创办者王正清是个武术奇才，他的经历犹如成龙的电影

似的，出身肯定贫寒，身体也肯定弱小，不是为仇家所迫，就是为生计，最后流

落他乡，遍寻师傅而不着，最后却因其他机缘练成了一身的功夫。王正清大致就

是这样的人，他先在北京以苦力轧面为业。期间，以粗壮轧面杆为枪，将武技训

练巧妙运用于其中，可连送数百下。京人服其膂力，送绰号“面王”。日后，拜武

术大师刘留为师，学武三年，进步很快。之后再拜刘留师兄贾殿魁为师。内外兼

修，让王正清武艺大涨，更重要的是，他的师傅贾殿魁，曾在皇宫传授过道光皇

帝武艺，这让他居然成了皇帝的同门师兄弟。出师之后，他先被江西道台朱文聘

为教习，缉盗无数，声名大振。不过，在 47 岁的时候，他告别江湖，返回老家平遥，

次年开办“同兴公”镖局。与祁县戴龙邦、文水左昌德一起，并称“华北三杰”。

与此同时，他的儿子王树茂也尽得其真传且有青出于蓝之势。正是父子同心，同

兴公成了镖局中的知名品牌。

它做得最响亮的一桩生意，就是为皇家押运现银。1900 年，庚子事变，慈禧

太后西逃前往西安，路经平遥，盘点现银 93 万两，这么大的数目，又适逢乱世，

该交给谁呢？同兴公居然将这趟生意接了下来。随后，王家镖队一路上风尘仆仆，

历经波折，日夜兼程，只半月余将银两送抵西安，分毫无差。慈禧太后当然很高

兴，着赏王树茂一块题有“奉旨议叙”的匾额，至今还挂在旧址的门上。

这成了同兴公最大的风光，就连平遥当时著名的票号——日升昌也对其顶礼

有加。在王正清过七十大寿时，日升昌的第三代掌柜侯殿选就以侄子的身份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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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块寿礼——一块铜制寿屏，上面刻有“南极星辉”四个字。

只是它的风光来得快，也去得快，1855 年创立，1913 年就宣告结业，之间

不到一个甲子。它的没落，一方面源于自身押镖的成本很高，基本上是走一里

路收一两银子，对客户来说挺不划算。另一方面，就是铁路兴起——1876 年英

国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运输铁路——淞沪铁路，其后唐胥铁路、京张铁路相继开

通——这让“拳脚功夫”中的脚相形见绌，自此

镖局从陆路押运货物的生意急转直下；还有就是

洋枪洋炮的出现，在黑火药面前，“拳脚功夫”的

拳再厉害也没法对抗，这让镖车和十八般兵器没

了用武之地。但这些对镖局还不是最为致命的打

击，它的致命一击，恰恰就是来自以日升昌为首

的票号的兴起。早在 1823 年，平遥人雷履泰征得

财东——达蒲李家其时的家长李大全的同意，将

自己所在的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这一年，

也成了中国票号的元年。票号的出现，意味着生

意人不必再把成箱的银子打包运输，只要拿一张

银票，就能在各地提取现银。

同兴公和日升昌共享了一段赚钱的好“时机”，但最终还是让位给了能让银

子变“轻”，也就是说用得更方便、更顺手、更安全，更重要的是还减小了交易

成本的日升昌。这不像是友善地传承，更像是无奈地退让。

在今天的平遥古城，南大街是同兴公的旧址，西大街则是日升昌的旧址。这

两条街在古城的深处交汇而过，这让古城成了道径交互的花园。

站在十字路口，你似乎能亲眼看到，历史在这里轻巧地转了个弯。

让人民的钱“轻盈”起来

如果说日升昌成功的很大原因是在让钱变轻，那么，它的成功并非唯一。在

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这种成功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梳理中国的货币进化历程，你会发现它和世界上大多国家如出一辙，

镖局押镖的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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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信用货币。中国的实物货币用得最多也最深入人心的，

无疑是贝壳，因为从“买卖”的繁体字——“買賣”，从贝，就知道，没有贝，“買

賣”根本都谈不上。用惯了钞票的现代人肯定想不到，今天拿来当装饰品的小物

件，在过去是当钱在流通。就连贵族死后，都拿它作为陪葬品。曾任用贤臣傅说

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军，一度将商朝带向中兴的第二十三位君主武丁，在妇好去

世后，十分悲痛，不仅有拜祭的隆礼，而且为其筑有独葬的巨大墓穴。这个位于

今天河南安阳的巨大墓穴，在 1976 年被考古发现后，曾挖出有 6680 多枚贝币，

这要是放在今天，应该是笔巨大的资产。如此对待妇好，武丁也的确是把她当“宝

贝”了。不过，随着铜矿的开掘，以及青铜制造业的高度发达，到殷商后期，铜

币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主流。相比较金银，铜这种贱金属易于获得，而且造价

不太大，便于保存和携带。尽管在秦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就已经开始使用

黄金货币——爰金，但它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装饰品。到了魏晋南北朝，耗金量

虽然很大，不过也主要用来铸造佛像及有关佛教器物。至于白银，“在汉代，除

汉武帝与王莽时曾当作货币外，民间仅当作宝藏。”a 直到明以前，铜币都是市场

上真正的“宠儿”。即使白银在明清成了本位币，但因为相对白银使用方便，用

铜铸造的制钱在市场上依旧受到热捧。到现在，很多人还记得鲁迅先生的笔下，

孔乙己从自己破衣服口袋里排出几文大钱时的“气魄”。

这好在也只是几文大钱，破衣服口袋还能装得下。如果是几十文，几百文呢？

前面说铜币便于保存和携带，那是相对而言。要是你手头上有个“十五贯”，又

该怎么办？无疑，存放或者运输依旧成了问题，用麻袋装都是很辛苦的。

相比较铜币还是主流货币的地区，四川人更苦闷，因为他们有段时期用的是

铁钱，属于铁钱区。虽然铁和铜的重量相差不了多少，但郁闷的是，铁钱的面值

要远远低于铜币，别人一枚铜币能搞定的事情，四川人往往需要十枚铁钱。曾经

有人计算过，每千枚铁钱的重量，大钱是 25 斤，中钱是 13 斤，买一匹布需要铁

钱两万，重 500 斤。有时，你想买匹布，就需要赶着马车拉上一车铁钱，才能顺

利交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人民的智慧，为了解

决这样使用 / 获取资金的问题，在唐代就出现了飞钱，在宋朝时就出现了交子。

只是，它们能在唐宋时期相继出现，而不是以前的朝代，也少不了其时很特

a　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年 1 月版，P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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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社会环境——一个就是“铜荒”的出现导致铸币能力不足，二个是唐朝中晚

期的藩镇割据以及宋代在政治军事上的弱势导致了金属货币流通不便。当然，这

里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自唐宋开始“提速”。正是在唐朝，商品经济和商

业社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一般认为，它是中国经济由上古逐渐转为中世的关键

时期。首先，唐高祖李渊废除了自汉以来一直沿用的“五铢钱”，采用了并不用

称量单位作为钱名的“通宝钱”（开元通宝），其次，他还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

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由民众自主经营。“现代西方

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a 这无疑进一步刺激

了市场的形成和扩大。长安城里的商业交易中心——东西两市就异常繁荣——我

们所说的“东西”就由此而来。在这里，有各种华夏货物，西域特产。其中，很

多留居长安的波斯人，就大多住在西市，几乎垄断了珠宝行业。相比北方，南方

也不甘人后。尽管长安占据了首都的地位，聚敛了各种资源，但到唐中期，由于

大批士绅与工匠南迁，长江流域商业城市发展快速，到最后，国家的经济财政亦

仰赖南方的补给，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这里的扬指的是扬州，而益则

是成都。从这里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在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

而这一地位，自唐朝开始就没有多少动摇。到了北宋，四川的税赋当中，工商业

的税收更是超过了农业税，“这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是极不寻常的表现，

反映出四川当时的商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程度”b。

市场越发达，对钱的使用 / 获取越敏感。这就是交子为什么会率先出现在四

川，而不是外地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先说柜坊。它的产生就和唐代商人居住、存货、交易的邸店有关。唐代法律规

定，“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处为店”。可知邸店是货物存放和沽卖合一甚

至吃食的地方，其服务对象是流动的商人。有文认为，由于商人运输钱帛不便，看

到货物是可以存放的，很快他们也把钱币存在某家他们可以信任的邸店里，也是

很正常的事，于是储存并支付钱币的柜坊就从邸店中分化出来了。而柜坊的“柜”，

从字面上看，就是一种用于收藏的工具，通常作长方形，有盖子或有门，放在当时，

自然是储存金钱的“必备良选”了。正因为它有存款的功能，所以很多人将它视作

a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8 月版，P82

b　马骁、李秀婷、陈文魁编著，《货币》，红旗出版社 2012 年 9 月版，P1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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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银行在中国的雏形。不过到最后，柜坊更像是一种典当业，也就是你拿东西放到

柜子里质押以获得金钱。中国宋元之际史学家、著述有《资治通鉴广注》的胡三省

对此就有注曰：“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抵押所得的钱）之外，复还

子钱（利息），谓之僦柜。”这是柜坊的又一称呼。其中“僦”为“就”音，租赁的

意思。到了元代，“柜坊”的名字终于全部改头换面，被叫作“解库”、“解典铺”、“解

典库”，明代则叫作“当铺”、“典铺”、“解铺”等，看不到“柜”的痕迹了。

如果说，柜坊解决了人民的存款、贷款问题，那么飞钱解决了人民的汇兑问

题。说起飞钱，它其实并不是钱，更像是银行里的汇兑业务。

如果你手头上正好有大笔金钱，需要到外地做生意，或者春节带回老家，那

么，你可以找相关地方政府设在京城的“进奏院”——这是官营的机构，或者，

去找在京师和相关各地都有联号的富商——这是私办，在他们那里领上一张凭证，

上面记载着目的地和钱币的数目，然后再到相关各地去凭证提取现款。不过，你

手持的凭证只能是一半，另一半是在“进奏院”或富商的手中，并由他们快递回

相关各地，等你到达之后，拿这一半和另一半相互一合，谓之“合券”——只有

这两半合得上，你才能最终拿到钱。但不管如何，这种方式都解决了你带钱回家

或者外地交易的难题。那个时候，人民对汇兑业务并不熟悉，他们只凭借着自己

的直接经验想象，钱并不携身，但到达外地之后却能取到钱，可不是它在暗中悄

悄地飞了回来？只是今天的银行做这种业务时，需要你交上服务费，相反，你如

果去“飞钱”的话，不仅不用掏这个钱，说不准那些官方或私营的机构，还要给

你交钱。不是它们傻，或者是在做慈善事业，而是这里面的确有利可图。因为你

从这边存钱再到那边取钱，中间一定会有个“时间差”的，不可能今天存明天取，

有时因为交通不畅的原因，你从这边到那边，有可能会走上几个月，所以那些机

构就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差”，去做一些放贷的生意，让你的钱为他们所用。这样，

既方便了你，又便宜了我。

这个“飞钱”虽然是汇兑业务，不过由这种汇兑业务而产生的凭证，也就是

商业票据，却在一段时间作为货币在流转。形象地说，这种票据就像上家向你借

钱后的欠条。如果你正好也欠下家的钱，而且下家催得紧，你尽可以拿上家打给

你的欠条，来支付下家。这让这种票据有了货币的功能。不过，这种票据既非实

物货币，也不是金属货币，更靠近信任货币了。所谓信任货币，主要有三个特点：

首先，它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独立发挥货币职能。其次，从字面上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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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必须是人民对它有信心。那么，既要独立发挥货币职能又要让人民对它有信

心，最后就得需要有国家法律予以保障。这样看来，唐飞钱所产生的商业票据，

在前两点上和信用货币相互吻合，但它只在商家和产业链中流通，不面向普通消

费者，而且其最终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缺乏强制力，所以“它又不是货币，

只能称为发达的商业票据”a。只有交子，才让这三者合一。

交子的出现，恰恰是为了四川人民解决铁钱使用不便带来的苦恼。

其一开始是由成都的 16 家富商联合起来以

自己的财富作为信用担保的。它用特种纸张，铜

板印刷，有版式，有图案，有花纹，有面额，有

发行者鉴章，可以流通，可以转让，还可以从发

行者那里兑现铜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交子

不会成为废纸一张，但是富商的信用和国家的信

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出了四川，交子未必有人

认账。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交子就是一种开天辟

地的革命，它让货币发现了从金属中解放的可能。

到最后，连政府都觉得这是一项可行的大生意。

1023 年，宋仁宗天圣元年，宋朝政府建立了专门

的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并在次年二月正式发

行了“官交子”，不仅票面印刷精美，而且设定了

最高发行限额，并建立了准备金制度，以四川的

铁钱做准备金，每次 36 万贯，约为发行额的 28%——正是得到了政府背书并纳入

正式发行，让交子成了中国货币史上的里程碑，并开创了接下来的纸币时代。到

1068 年，王安石当政，为了富国强兵，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实行变

法，除了用官府库银直接向农户借贷之外，“纸币当时同样成为重要的手段。王

安石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b

这在当时一度造成了中国纸币发行的高潮。到元朝时，纸币已经“大幅度”

地走进了人民的生活。日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惊奇地发现，在

a　王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 年 6 月版

b　王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 年 6 月版

北宋纸币——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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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元帝国，大汗使用一种精心加工的纸片作为货币，这种纸张具有和金银一

样的价值。这种纸币大批制造后，便流行在大汗所属的国土各处，没有人敢冒生

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所有百姓都毫不迟疑地认可了这种纸币，他们可以用

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

何物品。可以说，和火药、指南针一样，纸币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大发明。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粗略地认为：一、正如票号之于白银，柜坊、飞钱之于铜

币，交子之于铁钱，人民一直在追求让钱变得轻盈起来。这种努力贯穿了中国民

间金融的发展历史。它也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当人民能更方便、更快

捷、更安全、更少交易成本地使用 / 获取资金，用于生活，或者各种行业的扩大

再生产，社会才会更安宁，中国的商品经济才得以进一步发展，而民间活力也因

此得到提振，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像 1068 年那样，由下而上倒逼国家改革。日

后，谁能让钱变得更轻盈，谁就能成为市场上的真正赢家。它既意喻着过去，也

指向未来。

二、不管是柜坊、飞钱、交子还是票号，它们都是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它

们的出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只要有这种需求的存在，它们的出现在所难免。

哪怕它们头上压着重石，依旧会破土而出。随着由点到面，由面到规模，中国民

间金融到明清时期出现了钱庄、票号，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第一个高峰，也是能

想象得到的了。

三、尽管唐代开国初期是个比较好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古代版本，但这

并不能改变中国数千年来“国进民退”的整体现实。而商品经济再发达，也并不

意味着它在封建王权所有制的治下一定会受到推崇，也并不足以改变自然经济下

的小农社会形态。这让中国民间金融的头上被压重石成为了很现实的可能。

人民想让钱变得轻盈起来，从来就不曾一帆风顺。

钱轻VS权重

在唐朝柜坊、飞钱之前，不难想象，中国民间金融就一直停留在低层次上运

营，大多时间只能依靠民间借贷来撑起局面。

这种民间借贷，在春秋战国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这很正常，那时的人民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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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积蓄，但万恶的战争，又一次次地洗白了人民的财富，不去靠借贷，日

子都没法过下去。当然了，借粮食的要比借钱的多。

在这个市场，一开始做得最为知名的，要数齐国的田文，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了。正是靠着放贷生意，他养了数千食客，其中就有在函

谷关前为他“鸡鸣狗盗”帮他逃离秦国之士，不仅给了他事业上的支持，还成就

了自己爱惜人才的英名。至于这种贷款的利息，战国时有的是二分利，有的是五

分利，但也有更高的。《管子》里就有关于高利贷的记录，据说最高的是十分利，

也就是“倍贷”，年利息 100%。这样的成本，无疑让钱变得很不轻盈，但人民却

毫无选择，只能求助孟尝君这样的有钱人。

不过，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南朝，人民倒是多了项

选择，那就是选择的对象除了有钱人之外，又添了寺庙。正是高利贷的利益诱惑，

最后连寺庙都参与了这方面的经营。一方面，上层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让寺庙

享有了很多特权，集中了无数财富。其时，在皇帝的带头作用下，上至皇帝、王

侯下至地主、商人，无不争相向寺庙施舍土地和财务。大量富余的财富和土地被

窖藏和闲置，正好可以用来借贷或者出租食利；另外一方面，寺庙开得到处都是，

“四百八十寺”想必只是形象的描述，事实上远远不止如此，这也让寺庙拥有了

很好的网络、渠道资源。这跟今天的银行到处开设分行、支行以及自助银行很相

似。于是，佛教中的寺庙，这个敬神拜佛之地，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存

款、借款和典当于一身的半官方金融机构。根据记载，南齐的招提寺和南梁的长

沙寺，都有一个叫作“典质”的部门，又称“质库”，专管放款。而其开展的业

务又分为两种：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抵押主要针对的是诸如房产之类的不动产，

质押主要针对的是诸如黄金、衣服、牲畜之类的动产。你要从寺庙里借钱，必须

要拿这些东西来抵押或质押——这么说来，唐朝的柜坊，以及日后的“解库”、“当

铺”虽和它成因不一，但都一脉相承。

形成这样的局面，自然跟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小农社会形态有关。这种建立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农社会形态，因为内生的顽固、保守的自闭性，

很难扩大市场，更难为中国民间金融提供应有的动力。但因为它能让政权更长久

地保持在低层次的稳定之上，所以在市场和权力之间，历代统治者都不自觉地选

择了后者。直到明朝，其开国皇帝朱元璋还是喜欢这样的“座右铭”：“小国寡民。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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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

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哈耶克眼里，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

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尽管民间商人的活跃能为社会带

来活力，但历代统治者不得不担忧的是，如果人民纷纷从商，无疑冲击了农业社

会“以农立国”的根本，同时商人东奔西走容易成不安定因素，加上他们容易聚

敛财富，如果一不小心成为强大势力控制国民经济与自己相抗衡，那对自己来说

就是养虎为患。所以借机打压或控制民间商业的金融命脉，是历代统治者有意无

意采取的“统一行动”。与此同时，历代统治者又一次次地触碰人民忍耐的底线，

尝试将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从商鞅变法推行“命令型的计划

经济”，到汉武帝推行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政策，他们无一不做着这样的事情：将

几个与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国营化，当然包括将利

润丰厚的铸钱业从民间收归国有……当国家将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

经营，让好处变成国家独享，此举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庞大的国家意志和国家

资本就此出现。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这种一方面轻视民间商人，一方面又

强大国家意志和国家资本的做法，无疑成了封建王权所有制集权追求下的“一

体两面”。

在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历史上，因此一直就摆脱不了权力的纠葛。如果我们

再回到唐朝，尽管其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古代版本，但它的权力依旧强大得

让中国民间金融感到焦灼。前面一直提到的柜坊，它出现在历史记载里，就有这

么一段故事，但这故事显然并不喜庆，而很悲情。话说建中二年（781）夏四月，

唐德宗为筹集军费镇压藩镇叛乱，听从下属建议，打起了京城富商的主意，“大

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

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搜括既毕，计其所得才八十万贯，少尹韦禛又取僦

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a。不得不说，在这里，中国民间金融成了权力予

取予求的“钱袋子”，不仅被敲诈去了几百万的资产，居然还被人家嫌弃少了，“才

及二百万”。这就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了。

到了近代，权力更是变得越发的傲慢。1838 年，清政府内部爆发过一场有关

a　（后晋）  刘昫等《旧唐书本纪第十二·德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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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票存废的争论，就让中国民间金融感受到了一阵寒意。所谓的钱票，和唐飞钱

的凭证相似，也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发行，在当时货币制

度允许的条件下，配合制钱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然而，在曾任东三

省盛京将军、时任四川总督宝兴眼里，这种脱离现钱的交易，难免会造成信用过

分膨胀，导致“渐兴讼端”，于是，他在这一年建议清政府“严禁各钱铺，不准

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这就是说，禁止钱票流通，特别是禁止不同地区间

的钱票交换和流通；而一切商业活动都要回到现钱成交的旧轨道上去。”a 如此“蛮

不讲理”式的一刀切，既暴露出了统治者的目光短浅，同时“又说明封建生产方

式对于在一定程度内象征着资本主义性质的信贷活动怀有本能的畏惧情绪。”b

对风光一时的票号来说，它的好日子也没有维持多久。此前，票号的设置是

不受官方制约的，这意味着，设立票号，既不需要向官府登记领照，也不必向官

府交税。到了后来，在某些地区设立分号，须向当地道台呈请批准。进入 20 世纪

初，清政府的《银行法》出台，它规定了票号等金融机构的设置，必须先向户部

领取部帖，类似于营业执照，方能开业。而领取部帖时，须得到同业联保，待这

些手续办齐后，才可以进入票号机构的设置阶段——这种由中央统一审批的做法，

让票号的设置顿添天大的麻烦。

这些还不是民间金融最大的伤害。就在《银行法》颁布的前后，中国有史以

来的第一家“中央银行”——户部银行在 1905 年终于成立，它在后来改组为国家

色彩更为鲜明的“大清银行”。这意味着，权力为了自身的经营，也要大力染指金

融。这可以视作中国金融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的出现，意味着民间金融开始遇

到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对手”。尽管此前一直受到权力的打压，但民间金

融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金融业的主体，但随着权力的重度介入，它那不曾有多美

好的日子，也开始一去不复返。谁都知道，权力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里要说

的就是这“户部银行”——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它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几乎全

部的官款汇兑业务。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山西票号很“轻松”地就被抢掉了

一大半的生意。票号在 20 世纪之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比起“有官家支持”的中国通商银行，它也在地位和营业上后来居上。正因

a　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P06

b　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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